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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多於順從
——選舉政治下香港與台灣對中國大陸

　　因素的回應

一　引 言

經常有論者說，香港與台灣的歷史背景差異甚大，因此對其政治尤其是民

主化經驗的任何比較，並沒有深刻意義。當然，香港與台灣的歷史發展確實有

很不相同的地方，但自從1980年末期以來，兩地民主化的過程中，卻不約而同

地面對同一個因素的困擾：中國大陸因素。本文旨在比較兩地近幾年來在民主

化過程中對中國大陸因素的回應方式，這不僅有助我們掌握中國大陸因素對兩

地民主化的複雜制約作用，而且更可藉此探討人類政治行為在相近的前提下的

一般運作傾向。

二　中國大陸因素的內涵

這�所指的中國大陸因素主要包括三點內涵：（1）對中國政府而言，香港已

在1997年完成主權回歸、實行一國兩制；而台灣問題至今尚未解決，因而一再

明確宣稱擁有台灣的主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中國大陸社會

的政治制度仍然相當封閉威權，香港和台灣社會的政治制度則較為開放自由。

（3）相對於香港和台灣，中國大陸擁有極大的實力優勢，即中國大陸無論在幅

員、人口、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綜合國力等方面，都遠優於香港和台灣。

換言之，中港關係和兩岸關係均處於極為懸殊的權力不對稱（power asymmetry）

狀況。

上述第一和第二點內涵，決定了北京政府對香港和台灣的政策方向，是以

盡量降低這兩個地方的政治主體性為目標。第三點內涵，決定了北京在選擇實

現有關政策目標的手段時，有採取較為高壓的單邊主義政策的可能性。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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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京擁有極大的實力優勢，再加上這種實力優勢因中國大陸近年經濟高速發

展而正在不斷擴大。具體而言，在經濟發展方面，北京可以並已經給予香港多

種照顧和優惠，但面對香港市民的民主政治訴求，則公開鮮明地要求任何政制

改革必須在已成為香港憲制基礎的《基本法》所設定的「一國兩制」框架下循序漸

進，不能過於急進，否則將損害中港關係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對台灣，面對陳

水扁不斷推進台獨目標、「踩紅線」的挑釁言行，北京則不斷重申在必要時不惜

訴諸武力，以捍d包含台灣在內的中國主權的完整。在政治堅持的同時，北京

憑藉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繼續在經濟上吸納香港和台灣，以減低兩地人民對

政治威迫的反彈。

簡言之，對於中國大陸因素的挑戰，香港與台灣目前均同樣面對經濟吸納

和政治威迫的交互拉扯。但須要強調指出，香港與台灣兩地民主化政治內容有

�重大差異，這就是，香港已併入「一國兩制」，面對的是在「一國兩制」內實現

民主化，不存在涉及主權的港獨問題；而台灣仍未併入「一國兩制」之中，尚未

解決主權問題。

三　香港和台灣的回應：從順從到抗衡

根據政治理論，在結構上，當力量弱小一方在面對力量強大一方的高壓或

單邊主義政策時，一般而言有兩種回應的策略，一是抗衡（balancing），另一是順

從（bandwagoning）。抗衡是指力量弱小一方藉�團結內部力量或透過聯盟外力的

方式來抗拒力量強大一方的高壓政策；而順從則是指力量弱小一方單方面限制

本身的行為，以避免和力量強大一方的核心利益相互衝突，從而維持彼此之間

的相對和緩關係1。

面對中國大陸因素，香港和台灣社會內部對抗衡和順從的策略均出現不同

的、數量龐大的擁護者，並成為其社會內部分化的一個極重要政治裂隙（political

cleavage）。粗略地區分，在香港，親中派如民建聯和港進聯應屬順從派，較強

調按北京政府所能接受的框架和步伐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而民主派如民主黨

和前線則屬抗衡派，他們一直義無反顧地堅持應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別普選行

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在台灣，由民進黨和台聯組成的「泛綠」陣營應屬抗衡

派，致力追求突破北京設定的、以統一為前提的「一個中國」原則，確立台灣與

中國大陸是兩個互不從屬的主權國家；而與之競爭對抗、以國民黨和親民黨為

骨幹的「泛藍」陣營應屬順從派，他們較強調在模糊化的「一個中國」原則上與北

京妥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開放性選舉的競爭壓力下，不論香港的親中派還是

台灣的「泛藍」陣營，其回應中國大陸因素的策略也都開始出現日益從順從轉向

抗衡的趨勢。在香港，親中派最大政黨民建聯最近已表明支持2007年普選行政

長官和2008年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席的原則2；而在台灣，「泛藍」陣營於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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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更公開表示不會再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不會否定陳水扁提出的

「一邊一國」主張，也不會排除台獨成為未來的選項3。

現在的問題是，為甚麼在開放性選舉的競爭壓力下，香港和台灣的順從

派分別出現了往抗衡方向的調整？對於這問題，研究選舉行為的理性選擇學

派可為我們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引。該學派指出，已決定參選的候選人必須擬

定如何贏取選舉勝利的策略。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透過競選（campaign），將

自己的優點和所代表的價值體系推銷給選民4。在很大程度上，候選人是主動

的，而選民是被動的，他們只能在現有的選擇中做出決定。然而，所謂被動，

畢竟是相對的，因為候選人必須充分評估選民的「理性需要」，而這「理性需要」，

正是選民能夠在選舉過程中「反客為主」的原因5。因此，在選舉過程中，關鍵

在於候選人如何發掘選民的需要，從而具策略眼光地界定自己的競選策略以吸

引選民。

如果選舉是候選人和選民之間的互動過程——也就是一方面候選人盡量掌

握選民的「理性需要」並制定相應的競選策略吸引選民，另一方面選民則細心評

估和挑選那些接近他們利益和價值立場的候選人作為他們未來的政治代表，那

麼，下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便應是：為何香港和台灣的選民會不約而同地傾向

接受候選人對中國大陸因素採取較具抗衡而非順從色彩的策略？

客觀而言，在強弱懸殊的雙邊政治關係中，抗衡和順從各有利弊。抗衡實力

強大一方，可以維持弱小一方的自主性，但代價是必須承受與強大一方交惡的種

種後果，包括軍事衝突。順從的利弊剛好相反，它意味弱小一方依據強大一方

的偏好來修正自己的制度和政策，自主性遭受壓抑，但好處是不必面對與強大一

方交惡的後果，有時候甚至會得到強大一方在經濟上或其他方面的回饋6。

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受到選舉政治的帶動，香港和台灣的主流民意近年

均日趨選擇以抗衡而非順從的策略來回應中國因素的挑戰，迫使內部原來的順

從派也不得不調整策略，以較為抗衡的方式爭取選民。這種發展趨勢多少說

明，香港和台灣的選民均願意在某種程度上面對和承擔抗衡中國的風險，以盡

量維護兩地的政治自主性，而為了贏取選舉，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也只好積

極回應選民的「理性需要」而採取抗衡的姿態和選舉策略。

四　香港轉向抗衡的原因

香港和台灣的選民分別願意以較為抗衡的策略回應中國因素，其實背後並

不乏理性平衡的考慮。先說香港。首先，對於香港選民而言，民主已是普世價

值，而《基本法》亦清楚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將按

循序漸進的方式，最終達致由普選產生7。香港市民在回歸十年後才要求普選行

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既有實踐普世價值的正當性，從市民的眼光看來，

顯然也不違反循序漸進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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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一任和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均先後由北京主導下的四百人和八百

人選舉團產生，但在董氏的管治下，政府施政異常混亂，香港經濟持續衰退，

社會分化日趨嚴重，終至民怨沸騰，並於2003年7月1日香港回歸六周年當天爆

發了超過五十萬名市民上街抗議政府的大遊行，而遊行者的其中一個重要口號，

就是要求政府還政於民，推行行政和立法機關全面普選8。顯而易見，現實政治

的不如人意，加強了香港市民對全面推行民主政治的訴求與決心。

其三，回歸多年來，雖然香港市民向北京要求早日在香港落實全面民主政

治，但事實上並未脫離《基本法》為香港民主化而設置的循序漸進原則，更沒有

在民主化訴求中增加港獨的因素；而北京政府也並非原則性地反對香港推行全

面民主政治，北京反對的只是過急的民主化步伐，擔心與其關係惡劣的民主派

借機掌權，導致香港局勢失控。北京的態度，使得香港市民較敢於據理力爭，

在《基本法》的規範下盡早和盡量實現他們的民主夢想。

其四，儘管在《基本法》的規限下香港現在只有局部民主化（partial democracy），

包括部分立法會議席和大多數區議會議席經由地區直選產生，但這樣局部的民

主化終竟為香港的政治發展打開了重要空間。一方面，為了贏取選民的支持，

各選舉候選人千方百計發掘和提出貼近選民「理性需要」的政策和意見，包括透

過大眾傳播媒介和群眾運動來宣揚、深化他們的種種理念及訴求。這有助整合

和形成社會的主流意見，如他們對民主化的態度。另一方面，選民可透過投票

去影響候選人的政策立場和篩選代表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在2003年11月23日舉

行的區議會選舉，香港選民便大量地將他們的選票投給了公開支持盡快全面普

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民主派候選人，使得被謔稱為「保皇黨」（支持不得民心的

董建華政府的政黨）、對民主化態度曖昧的民建聯，遭遇自1990年代初創黨以來

空前的挫敗9。前述民建聯轉趨明確支持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和2008年普選全部

立法會議席，明顯是不欲在2004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重蹈區議會選舉慘敗

覆轍的策略轉向。於此，亦可見開放性選舉——即使是局部的——對政黨和候

選人的政策立場的重大制約作用。

五　台灣轉向抗衡的原因

台灣的情況與香港頗為不同，而抗衡之心更強。首先，對相當多的台灣人

而言，不論是民主化前還是民主化後，中華民國實際上是一個擁有自己軍隊、

政府和完整統治權力的政治實體。更重要的是，經過十多年全面民主化的洗禮

之後，中華民國政權已經脫胎換骨，完成由威權向民主政治的轉化，並與台灣

社會實現一體化bk。影響所及，執政或在野的政黨都相當強調台灣地區的主權獨

立（不論是以「中華民國在台灣」還是「台灣共和國」稱之），並指這是一個具有很

大的正當性、必須獲國際社會確認的事實。對他們來說，統一反而只是未來的

一個選項而已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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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90年代初以來台灣各級政權

的先後徹底民主化，兩岸社會政治制度

的差異更為突出，從而增強了台灣偏安

自保的決心bm；民主化訴求成為各種政策

理念和政治價值相互競爭和整合的主要場

域bn。在意識形態上，兩個中國、一中一

台甚至是台灣獨立等意識也漸次明朗化。

在連綿不絕的選舉過程中，那種聲稱兼具

偏安自保的現實主義和所謂獨立建國理

想主義的兩岸主權互不從屬的主張（如前總

統李登輝的「兩國論」和現任總統陳水扁的

「一邊一國論」），自然極容易脫穎而出，企

圖在政治市場中搶佔民意主流，迫使傳統

「統派」不斷調整跟進，否則只有面對被台

灣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命運。前述「泛藍」陣

營在統獨問題上緊隨「泛綠」陣營之後的跟

風轉向，所爭者不過是政黨賴以存續的選

票罷了。

其三，作為台灣最重要的安全保障的美國，雖多番公開重申不支持台灣獨

立，但也沒有明言反對，而且並沒有清楚界定何謂台灣獨立，加上它始終如一

地堅持兩岸政治分歧必須和平解決bo，這使得台灣朝野較敢於利用美國台海政策

的模糊空間和安全承諾，去推動不同形式的策略以抗衡中國。

六　結 論

然而，也必須強調，儘管香港和台灣社會在選舉政治帶動下，日趨選擇以

抗衡策略回應北京的政治單邊主義，但並非毫無節制。事實上，中港關係和兩

岸關係的高度不對稱性，尤其是北京擁有的巨大軍事威懾力量和中國大陸對香

港和台灣兩地的經濟吸納所產生的不斷上升的利益拉力，均對香港和台灣的抗

衡策略的激烈性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制約。這正是香港之所以沒有否定北京為香

港民主發展所定下的循序漸進原則，只是要求北京在這一原則下清楚交代香港

落實全面民主政治的具體時間表bp；而一直主張台灣獨立的執政民進黨至今也不

敢貿然公開宣布台灣獨立或更改中華民國國號，只是利用一些模糊而又具挑釁

性的政治辭令或動作（如「一邊一國」主張和推動所謂「防d性公投」）去不斷探觸

北京的政治底線的原因。

無論如何，開放性選舉明顯已成為香港和台灣社會整合主流政治價值的催

化劑。面對中國政府具有巨大實力優勢為後盾的政治單邊主義，香港和台灣兩

1990年代以來台灣各

級政權先後民主化，

兩岸社會政治制度的

差異更為突出，從而

增強了台灣偏安自保

的決心。在連綿不絕

的選舉過程中，那種

聲稱兼具偏安自保的

現實主義和所謂獨立

建國理想主義的兩岸

主權互不從屬的主

張，自然極容易脫穎

而出，企圖在政治市

場中搶佔民意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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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竟不約而同地日趨傾向選擇抗衡而不是順從策略作為回應，反映出性質相近

的政治結構對不同社群的政治行為所產生的類同制約作用。面對這種發展趨

勢，特別是今年台灣和香港將會分別舉行總統大選和立法會選舉，對於選舉過

程中將可能出現的種種變數，北京會採取甚麼樣的解讀和政策，無疑將會對兩

岸三地未來政治格局的變化產生決定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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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香港和台灣社會

在選舉政治帶動下，

日趨選擇以抗衡策略

回應北京的政治單邊

主義，但並非毫無節

制。事實上，中港關

係和兩岸關係的高度

不對稱性，尤其是北

京擁有巨大軍事威懾

力量和中國大陸對

港、台兩地的經濟吸

納所產生的不斷上升

的利益拉力，均對

港、台的抗衡策略的

激烈性產生了不同程

度的制約。


